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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 CEO 促进了 ESG 责任履行吗?
———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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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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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 ESG 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 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 2012—2022 年中

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 CEO 对企业 ESG 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 党员身份显著促进

了企业 ESG 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
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 CEO 促进企业承担 ESG 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

析表明,党员 CEO 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 ESG 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 CEO 对 ESG 的治理作用在国

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 CEO 通过推动 ESG 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

企业,党员 CEO 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丰富了党员 CEO 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 ESG 表现,助力企业绿

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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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上进一步强调“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来,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此背景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

企业不仅要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和经营效率,也要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的提

升,致力于绿色和可持续发展[1] 。 而 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是一种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

绩效的全新均衡发展理念,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行综合评价[2] ,已成为企业非

财务绩效的主流评价体系,是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3] 。 然而,据《2022 中国 A 股公司 ESG 评级

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上市公司 ESG 评价结果整体偏低,仅有 1. 7%的公司获得 A 级①。 因此,如何引导企业

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推动企业履行 ESG 责任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目前关于 ESG 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治理格局[4] 、

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自然灾害[5]以及地区营商环境优化[6]等;第二,企业层面因素,包括企业业绩、产权性

质[7] 、企业数字化转型[8] 以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等[9] ;第三,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董事会规模、董事会议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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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0]和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等,鲜有文献从企业关键决策人———CEO 个体特征视角出发研究其对 ESG 责

任履行的影响。 烙印理论认为,管理者以往经历所形成的思想烙印在经历角色和身份转换后,促进其形成

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认知模式以及心理特征,从而对管理者个人及所在组织的决策行为和战略选择产生显

著并且长期的影响[11] 。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道路,党员

高管作为共产主义文化的传承载体,相比于群众,具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与生态保护意识,更有助于促进企业

紧跟国家政策风向[12] 、履行社会责任[13] 。 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以下问题:在中国文化与制度背景下,高管

入党所形成的思想烙印是否会影响企业履行 ESG 责任? 哪些因素会强化党员 CEO 思想烙印并使其持续下

去,进而更大程度推动企业提高 ESG 表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新征程上,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 相关研究表明,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进

入企业决策层,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抑制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14] ,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15] ,推动了企业履行扶贫责任[16] ,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等。 那么,党组织

嵌入作为内部治理机制,在党员 CEO 影响企业 ESG 责任履行过程中能否发挥调节作用? 此外,根据制度理

论,企业深嵌于影响其行为的一系列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管理层制定的战略决策容易受内外环境的

共同影响[17] 。 为了从外部制度环境中获得组织生产所必需的资源与支持,管理层倾向于采取外部利益相关

者接受和认可的策略与行为,通过服从制度压力以获得组织合法性[18] 。 那么,制度压力作为外部治理机制,
能否在党员 CEO 影响企业履行 ESG 责任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 2012—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 CEO 党员身份与企业

ESG 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党组织嵌入及制度压力在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与已有研究相比,可能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①丰富了烙印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拓展了中国情境下企业 ESG 驱动因素的探讨。
突破已有研究仅从高管年龄、薪酬和性别等特征入手,从 CEO“共产党员身份”视角出发,探究党员思想烙印

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②拓宽了个体烙印在不同组织情境和制度背景下的理论研究范围,分别从内部治理

(党组织嵌入)和外部治理(制度压力)两个方面深入研究党员 CEO 对企业 ESG 责任履行的影响差异,验证

了内外部治理的协同治理效应,丰富了党员高管影响组织决策行为的情境因素,为研究企业 ESG 责任履行

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 ③从信息披露视角,深入探究并揭示了党员高管思想烙印对企业 ESG 表现的

作用机理,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 CEO 党员身份对企业经营决策的积极影响,也为进一步厘清双碳战略背景

下党员参与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④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构建“党员高管-ESG 责任

履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进行机制识别,并探讨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境差异,为高质量党建

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党员 CEO 和 ESG 责任履行

党员 CEO 对企业 ESG 责任履行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强化了其履责动机: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和

先锋模范的创优思想。
第一,党员 CEO 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强化了其响应和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动机,推动绿色发展与

企业经营目标融合,促进企业履行 ESG 责任。 烙印理论认为,长期的社会化学习使党员对党章党纲有更深

入的了解,将党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利他主义”“贡献社会”等红色烙印特征内化为个体的思想[19] 。
党员 CEO 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其在个体和组织之外,更多地考虑人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党员 CEO 个人

的思想烙印最终影响到组织的整体决策,促使组织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ESG 理念强调企业加强

自身经营管理的同时,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以及规避环境污染、内部治理等方面的风险,以此获得利益相关

者的认可[20] 。 上述党员 CEO 贡献社会的思想烙印与 ESG 的理念精神是相符合的。 因而,具有社会责任意

识的党员 CEO 积极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企业落实“双碳”行动,践行 ESG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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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党员 CEO 先锋模范的创优思想强化了其履行 ESG 责任的动机,推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注重提

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参与 ESG 实践。 已有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党员高管以先

锋模范的形象参与社会活动,推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增加精准扶贫投入和慈善捐赠[13] 。 在

上市公司整体 ESG 信息披露率较低、信息披露不完备、表现水平不达标等问题依然严重的现实背景下[21] ,
具有更高思想觉悟的党员 CEO 发挥争优创先模范带头作用,引导企业践行 ESG 理念,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

贡献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党员 CEO 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以及先锋模范的创优思想强化了其履行 ESG 责任的动

机,从而推动企业践行
 

ESG
 

理念。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党员 CEO 有助于推动企业履行 ESG 责任(H1)。
(二)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党组织参与治理发挥政治核心地位与价值观引领作用,通过政治嵌入和价值观嵌入重塑组织目标和管

理层价值导向[16] ,从根本上保证 ESG 决策得到有效执行,在党员 CEO 推动 ESG 责任履行过程中发挥正向

调节作用。
第一,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帮助党员 CEO 及时获取和准确理解 ESG 相关政策信息,增强其对将绿色转

型相关政策的感知能力,从而推动企业加大 ESG 投入。 党组织作为嵌入企业内部的政治主体,不仅发挥着

政治核心作用,还扮演了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角色[22] ,这意味着,政府能够通过党组织将法律法规与

政策理念有效传导到企业管理层。 因而,党组织嵌入程度越深,党员 CEO 拥有更强的政治“烙印” [11] ,更了

解绿色转型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对绿色发展政策有更强的感知能力[23-24] ,更倾向于在董事会等重大

场合中做出有利于提升 ESG 表现的相关决策。
第二,党组织通过认知嵌入(价值观嵌入)持续渗透强化党员 CEO 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促进党员 CEO 将履行社会责任和加强环境保护的治理目标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之中,进而提升企业 ESG 表

现。 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优势,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等活动,强化生态文明价值观宣

传,促进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避免企业为寻求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短视行为。 国家

政策导向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与党员思想烙印相吻合,将持续强化党员
 

CEO 树立先进模范和履行社会责任

的意识和动机,在参与战略决策时引导企业从集体利益出发,承担更多 ESG 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增强党员 CEO 对 ESG 相关政策信息的感知能力,通过认知嵌入持

续强化党员 CEO 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价值观,进而促进企业提高 ESG 表现。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党组织嵌入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2)。
(三)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根据 DiMaggio 和 Powell[25]的研究,制度压力可划分为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 强制性制度

压力主要源于政府颁布的各种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等所形成的约束力。 规范性制度压力主要来自特定行业

和消费者所形成的行业规范和价值观。 模仿性制度压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对所在社会网络内的组织或竞争

者行为的感知[26] 。
首先,在强制性制度压力的驱动下,党员 CEO 通过推动企业履行 ESG 责任,向监管部门表明自身经营

的合法性,以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和法律制裁。 随着监管部门对企业 ESG 披露提出更高要求,党员 CEO 为

了更好地推动企业经营的合规性,避免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政府惩

罚,会加快企业提高 ESG 实践和信息披露水平。
其次,在规范性制度压力的约束下,党员 CEO 遵循行业规范和社会道德标准,促进企业披露 ESG 相关

信息,以获得社会合法性认可。 面对来自环保行业协会制定的合法性行为准则的要求,以及消费者和供应

链伙伴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的挑战[18] ,党员 CEO 为了维护自身和企业良好形象、提升公司价值,推动企业

制定 ESG 发展规划,并将 ESG 理念融入内部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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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最后,在模仿性制度压力的推动下,具有争优创先思想的党员

CEO 推进企业响应“双碳”目标,制订 ESG 方针并严格落实,加快企

业向高质量转型发展。 考虑到企业竞争对手以及行业要求等多方面

的影响,模仿性行为有助于企业通过学习成功者的做法,在环境高度

不确定、目标模糊等情境下以最小的成本做出战略决策[27] 。 具有先

锋模范形象的党员 CEO,在洞察到行业内其他企业或竞争者积极履

行
 

ESG
 

责任后,会密切关注和参考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决策,模仿性制度压力越大,党员 CEO 越会倾向于遵循这一趋

势,重视企业在
 

ESG
 

方面的实践。
基于上述分析,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影响党员 CEO

对 ESG 责任的理解和应对,进而影响企业的
 

ESG
 

行为,强制性、规范

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发挥着正

向调节作用。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强制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3a);
规范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3b);
模仿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3c)。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12—2022 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①剔

除样本区间内处于特殊处理状态(ST)、退市风险警示(∗ST)的公司;②剔除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类公司;
③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不完整的样本,最终获得 22459 个观测值,共涉及 3630 家上市公司。 为避免极端

值对结果产生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王双进等[28]的研究,以第三方评级机构出具的 ESG 评级作为客观衡量 ESG 表现的指标。 国内主流

的 ESG 评级机构有华证、商道融绿、Wind、富时罗素等,相比较其他评价体系,华证 ESG 评级具有覆盖范围广、
更新频率高和可信度高等优点,更符合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 因此,参考王琳璘等[29] 以及王瑶等[30] 的做法,
选取华证 ESG 评级指标来度量企业 ESG 责任履行。 该评级分为 9 级,由高至低分别为 AAA、AA、A、BBB、BB、
B、CCC、CC、C,本文将评级由高至低赋值为 9~1 分。 该指标越大,意味着企业履行 ESG 责任水平越好。

2. 解释变量

借鉴连燕玲等[13]的做法,以 CEO 党员身份为考察对象,构建哑变量 CCP,若 CEO 为中共党员,则赋值

为 1,否则为 0。 由于 CEO 的党员身份属于非强制披露信息,通过 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CSMAR 数据库)中的高管简历、公司年报、百度百科、新浪财经和问财百科等渠道手工整理获得。
3. 调节变量

参考柳学信[20]以及程磊和郑前宏[31]的研究,本文采用党组织成员兼任董事、高管和监事的比例作为党

组织嵌入程度的指标。 数据具体获取过程如下:从 CSMAR 数据库获得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管、监事会成员

职位信息和兼任情况,并结合企业年报,将党组织成员名单与董事会、高管、监事会成员名单进行匹配,最
终,采用兼任董事、高管和监事的党组织成员人数占董事、高管和监事总人数的比例(Pardir、Parman、Parsuv)
来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

借鉴张慧和黄群慧[27]的研究,根据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或国有企业度量强制性制度压力(Reg),采用

统计年度年末公司注册所在省(市)环保非政府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度量规范性制度压力(Ngo),非政府组

织主要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基金会。 借鉴张玉明等[32] 以及王海花[17] 的做法,采用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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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企业受到的模仿性制度压力( Imi),市场竞争的测量方式与赫芬达尔指数有关,赫芬达尔指数越大,表
示垄断程度越高,市场竞争越小,因此,模仿性制度压力与赫芬达尔指数呈相反方向变化,即企业受到的模

仿性制度压力越大,赫芬达尔指数越小。 在计算出以营业收入为基础的赫芬达尔指数后,取其相反数以测

量模仿性制度压力( Imi)。
4. 控制变量

参考姜爱华等[33] 、赵萱和董乃斌[1]以及周泽将和雷玲[6]的研究,并综合考虑影响 ESG 责任履行的主要

因素,选取以下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①企业层面:企业规模( Size)、企业上市年限( IPOAge)、财务杠杆

(Lev)、成长性(Growth)、盈利能力(Roa);②公司治理层面: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Outdir)、股
权制衡度(Balance)、股权集中度(Shrhfd)、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③CEO 个体层面:两职合一(Dual)、
年龄(Age)、性别(Gender)、学历(Degree)。 此外,为消除不同行业和年度的影响,还加入了行业( Industry)和

年度(Year)的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类型 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ESG 责任履行 ESG 根据华证 ESG 评级由高到低赋值为 9 ~ 1
解释变量 党员 CEO CCP CEO 为中共党员赋值为 1,否则取 0

调节变量

党组织嵌入 Party

制度压力

Pardir 党组织和董事会重合人数 / 董事会总人数

Parman 党组织和高管重合人数 / 高管总人数

Parsuv 党组织和监事会重合人数 / 监事会总人数

Reg 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或重污染企业取 1,否则取 0
Ngo ln(截至当年末公司注册所在省(市)环保非政府组织数量)
Imi 企业所在行业赫芬达尔指数的相反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总资产)
企业上市年限 IPOAge 公司上市年数

财务杠杆 Lev 资产负债率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Board ln(董事会人数)
董事会独立性 Outdir 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会总人数

股权制衡度 Balance 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 Shrhfd 前三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 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表示

两职合一 Dual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取值为 1,否则为 0
CEO 年龄 Age ln(CEO 实际年龄)
CEO 性别 Gender CEO 为男性设定为 1,女性为 0

CEO 学历 Degree 1 =中专及中专以下,2 =大专,3 =本科,4 =硕士研究生,
5 =博士研究生,0 =其他(以其他形式公布的学历)

(三)模型构建

模型(1)用于检验党员 CEO 对企业 ESG 责任履行的影响。
ESG i,t =α+β1CCP i,t+∑Control+∑Year+∑Industry+ε

                                                    

(1)
其中:ESG 为 ESG 责任履行;CCP 为党员 CEO;α、β1 为模型的回归系数;Control 为控制变量;Year 为年份固

定效应;Industry 为行业固定效应;ε 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上文对调节机制的分析,构建模型(2)来考察党组织嵌入在党员 CEO 影响企业 ESG 责任履行过程

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加入党组织与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成员重合比例(Pardir、Parman、Parsuv)与党员

CEO 的交互项。
ESG i,t =α+β1CCP i,t+β2Partyi,t+β3CCP i,t×Partyi,t+∑Control+∑Year+∑Industry+ε

       

(2)
其中:Party 为党组织嵌入;α、β1、β2、β3 为模型的回归系数。

构建模型(3) ~模型(5)来检验不同类型制度压力对主效应的调节效果是否一致,加入强制性制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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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规范性制度压力(Ngo)和模仿性制度压力( Imi)与党员 CEO 的交互项。
ESG i,t =α+β1CCP i,t+β2Regi,t+β3CCP i,t×Regi,t+∑Control+∑Year+∑Industry+ε

              

(3)
ESG i,t =α+β1CCP i,t+β2Ngoi,t+β3CCP i,t×Ngoi,t+∑Control+∑Year+∑Industry+ε

             

(4)
ESG i,t =α+β1CCP i,t+β2Imii,t+β3CCP i,t×Imii,t+∑Control+∑Year+∑Industry+ε

                

(5)
被解释变量 ESG 属于多元有序分类变量,因此采用 OLS 模型和 Ologit 模型两种方法进行回归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ESG 均值为 4. 153,说明上市公司 ESG 表现的平均评级介于 B
~ BB。 党员 CEO(CCP)均值为 0. 32,表明样本企业中 32%的 CEO 由党员担任。 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高
管、监事会成员重合比例(Pardir、Parman、Parsuv)的均值分别为 0. 11、0. 08、0. 103,表明样本公司中党组织

成员分别占董事会成员 11%,占高管层成员 8%,占监事会成员 10. 3%。 强制性制度压力(Reg)的均值为

0. 472,意味着 47. 2%样本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或重污染企业。 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吻合,表
明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真实可靠。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ESG 22459 4. 153 1. 108 4 1 8
CCP 22459 0. 320 0. 467 0 0 1
Pardir 22459 0. 110 0. 173 0 0 1
Parman 22459 0. 080 0. 180 0 0 1
Parsuv 22459 0. 103 0. 201 0 0 1
Reg 22459 0. 472 0. 499 0 0 1
Ngo 22459 10. 576 0. 733 10. 766 8. 699 11. 492
Imi 22459 -0. 132 0. 127 -0. 085 -0. 032 -1
Size 22459 22. 134 1. 260 21. 944 19. 96 26. 276

IPOAge 22459 8. 757 7. 226 7 0 31
Lev 22459 0. 401 0. 201 0. 390 0. 050 0. 871

Growth 22459 0. 354 0. 827 0. 143 -0. 654 5. 592
Roa 22459 0. 039 0. 081 0. 040 -2. 646 0. 786
Board 22459 8. 447 1. 654 9 4 18
Outdir 22459 0. 377 0. 053 0. 364 0. 333 0. 571
Balance 22459 0. 796 0. 628 0. 636 0. 031 2. 870
Shrhfd 22459 0. 155 0. 114 0. 126 0. 012 0. 562
Ins 22459 0. 423 0. 256 0. 431 0. 003 0. 933
Dual 22459 0. 324 0. 468 0 0 1
Age 22459 3. 908 0. 139 3. 932 3. 178 4. 394

Gender 22459 0. 929 0. 257 1 0 1
Degree 22459 3. 164 1. 236 3 0 5

表 3　 均值差异检验

变量
非党员 CEO 党员 CEO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均值差异 T

ESG 15265 4. 131 7194 4. 2 -0. 069∗∗∗ -4. 338
Size 15265 21. 886 7194 22. 659 -0. 772∗∗∗ -44. 754

IPOAge 15265 6. 904 7194 12. 69 -5. 786∗∗∗ -60. 361
Lev 15265 0. 369 7194 0. 469 -0. 100∗∗∗ -35. 878

Growth 15265 0. 344 7194 0. 375 -0. 031∗∗∗ -2. 619
Roa 15265 0. 042 7194 0. 032 0. 010∗∗∗ 8. 299
Board 15265 8. 184 7194 9. 006 -0. 823∗∗∗ -35. 758
Outdir 15265 0. 379 7194 0. 372 0. 007∗∗∗ 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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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OLS OLS Ologit Ologit

CCP 0. 245∗∗∗

(6. 926)
0. 270∗∗∗

(34. 461)
0. 285∗∗∗

(6. 765)
0. 288∗∗∗

(6. 700)

Size 0. 304∗∗∗

(28. 617)
0. 028∗∗∗

(23. 404)
0. 552∗∗∗

(28. 767)
0. 582∗∗∗

(29. 716)

IPOAge 0. 004∗∗∗

(3. 635)
0. 888∗∗∗

(19. 386)
0. 009∗∗∗

(2. 874)
0. 000

(0. 077)

Lev -0. 737∗∗∗

( -11. 662)
-0. 021∗∗

( -2. 341)
-1. 332∗∗∗

( -11. 873)
-1. 421∗∗∗

( -12. 132)

Growth -0. 048∗

( -1. 837)
1. 696∗∗∗

(18. 316)
-0. 134∗∗∗

( -2. 905)
-0. 206∗∗∗

( -4. 370)

Roa 1. 305∗∗∗

(10. 710)
0. 033∗∗∗

(6. 173)
2. 437∗∗∗

(10. 911)
2. 642∗∗∗

(11. 667)

Board 0. 228∗∗∗

(3. 384)
1. 884∗∗∗

(12. 156)
0. 436∗∗∗

(3. 694)
0. 423∗∗∗

(3. 547)

Outdir 0. 348
(1. 519)

-0. 016
( -1. 077)

0. 635
(1. 598)

0. 810∗∗

(2. 025)

Balance 0. 029
(0. 730)

0. 127
(1. 465)

0. 038
(0. 551)

0. 072
(1. 019)

Shrhfd 0. 517∗∗∗

(4. 174)
-0. 031

( -0. 897)
0. 917∗∗∗

(4. 301)
0. 928∗∗∗

(4. 222)

Ins 0. 002∗∗∗

(3. 543)
0. 100∗∗∗

(6. 365)
0. 003∗∗∗

(3. 556)
0. 003∗∗∗

(2. 800)

Dual -0. 072∗∗∗

( -3. 123)
-0. 391∗∗∗

( -7. 595)
-0. 131∗∗∗

( -3. 253)
-0. 161∗∗∗

( -3. 956)

Age 0. 495∗∗∗

(6. 642)
0. 018∗∗

(2. 672)
0. 833∗∗∗

(6. 321)
0. 937∗∗∗

(7. 039)

Gender
-0. 042

( -1. 069)
0. 007

(1. 326)
-0. 073

( -1. 080)
0. 006

(0. 081)

Degree 0. 030∗∗∗

(3. 758)
3. 978∗∗∗

(15. 254)
0. 050∗∗∗

(3. 620)
0. 041∗∗∗

(2. 945)

_cons -2. 994∗∗∗

( -7. 867)
0. 270∗∗∗

(34. 461)
Year No Yes No Yes

Industry No Yes No Yes
N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Adj
 

R2 /
Pseudo

 

R2 0. 172 0. 150 0. 066 0. 089

F 156. 119 100. 368

　 注:括号内为 t 和 z 统计值;∗ 、∗∗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续表

变量
非党员 CEO 党员 CEO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均值差异 T

Balance 15265 0. 87 7194 0. 637 0. 233∗∗∗ 26. 390
Shrhfd 15265 0. 126 7194 0. 156 -0. 030∗∗∗ -17. 958
Ins 15265 0. 383 7194 0. 508 -0. 124∗∗∗ -34. 820
Dual 15265 0. 375 7194 0. 216 0. 159∗∗∗ 24. 079
Age 15265 3. 896 7194 3. 934 -0. 039∗∗∗ -19. 507

Gender 15265 0. 92 7194 0. 949 -0. 029∗∗∗ -7. 905
Degree 15265 3. 662 7194 3. 681 -0. 019 -1. 05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3 可见,党员 CEO 任职企业 ESG 评级得分更高,
均差为 0. 069,且通过了显著性检查,初步证实了 H1,另
外,党员 CEO 任职企业具有更大的资产规模、更长的上市

时间、更高的资产负债率、更大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更大的

董事会规模、更高的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2)相关性分析

党员 CEO 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的相关系数为

0. 029,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初步证明了 CEO 党员身

份对企业 ESG 责任履行有促进作用。 变量之间相关系

数基本小于 0. 5,且 VIF 检验均小于 3,党组织成员与董

事会、高管层、监事会成员重合比例(Pardir、Parman、
Parsuv)之间相关系数虽然超过 0. 5,但三个变量分别处

于不同模型之中,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报告了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的基准回

归结果。 表 4 的( 1) 列、( 2) 列显示 OLS 模型回归结

果,(3)列、(4)列显示 Ologit 模型回归结果,无论是否

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党员 CEO(CCP)的系数分

别为 0. 245、0. 270、0. 285 和 0. 288,且均在 1%水平上

显著,说明党员 CEO 参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企业

履行 ESG 责任,H1 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

示,企业规模(Size)越大,上市时间越长( IPOAge),公司

业绩(Roa)越好,董事会规模(Board)越大,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 Ins) 越高,CEO 年龄越大(Age)、学历越高

(Degree),企业参与 ESG 实践的程度越高。
(四)党组织嵌入的调节效应

表 5 报告了党组织嵌入对党员 CEO 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之间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如表 5 的(1)列

~ (6)列所示,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高管层以及监事

会成员重合比例(Pardir、Parman、Parsuv) 和党员 CEO
(CCP)的交乘项系数都为正数,并且都在 5%水平上显

著,表明党组织嵌入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

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2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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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压力的调节效应

表 6 报告了三种制度压力对党员 CEO 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之间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如表 6 的(1)列
和(2)列所示,强制性制度压力(Reg)和党员 CEO(CCP)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123 和 0. 237,并且都在

表 5　 党组织嵌入的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OLS Ologit OLS Ologit OLS Ologit

CCP 0. 051∗∗

(2. 381)
0. 063

(1. 519)
0. 094∗∗∗

(3. 404)
0. 157∗∗∗

(2. 816)
0. 099∗∗∗

(3. 683)
0. 162∗∗∗

(3. 300)

Pardir 0. 164
(1. 545)

0. 217
(0. 855)

CCP×Pardir 0. 366∗∗∗

(3. 541)
0. 964∗∗∗

(3. 384)

Parman
-0. 132

( -0. 921)
-0. 487

( -0. 793)

CCP×Parman 0. 778∗∗∗

(3. 662)
1. 656∗∗∗

(3. 043)

Parsuv 0. 145
(1. 453)

0. 187
(1. 244)

CCP×Parsuv 0. 280∗∗

(2. 443)
0. 632∗∗∗

(2. 888)

_cons -3. 544∗∗∗

( -7. 675)
-3. 438∗∗∗

( -9. 387)
-3. 350∗∗∗

( -8. 67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Adj
 

R2 / Pseudo
 

R2 0. 234 0. 088 0. 255 0. 071 0. 257 0. 086
F 87. 86 85. 48 83. 64

　 注:括号内为 t 和 z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6　 制度压力的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OLS Ologit OLS Ologit OLS Ologit

CCP 0. 025
(0. 423)

-0. 022
( -0. 242)

-0. 132
( -0. 698)

-0. 437∗

( -1. 815)
0. 166

(0. 473)
0. 876

(1. 229)

Reg 0. 437∗∗∗

(9. 764)
0. 735∗∗∗

(9. 549)

CCP×Reg 0. 123∗∗

(2. 412)
0. 237∗∗∗

(2. 812)

Ngo -0. 059∗∗∗

( -2. 814)
-0. 086∗∗∗

( -3. 376)

CCP×Ngo 0. 043∗

(1. 963)
0. 168∗∗∗

(2. 856)

Imi 0. 963∗∗∗

(6. 767)
1. 531∗∗∗

(7. 058)

CCP×Imi 0. 228∗

(1. 844)
0. 454∗∗∗

(3. 817)

_cons -3. 185∗∗∗

( -6. 784)
-3. 263∗∗∗

( -9. 343)
-3. 633∗∗∗

( -10. 16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22459

Adj
 

R2 / Pseudo
 

R2 0. 221 0. 098 0. 277 0. 085 0. 276 0. 097
F 97. 979 86. 434 88. 365

　 注:括号内为 t 和 z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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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平上显著,表明强制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3a 得到

验证。 如表 6 的(3)列、(4)列所示,规范性制度压力(Ngo)和党员 CEO(CCP)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43
和 0. 168,并且都在 10%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关系

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3b 得到验证。 如表 6 的(5) 列、(6) 列所示,模仿性制度压力( Imi) 和党员 CEO
(CCP)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228 和 0. 454,并且都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模仿性制度压力在党员

CEO 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H3c 得到验证。
(六)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由于 ESG 评级并非来自财务报表等客观资料,某一机构所编制评分的公允性可能存在争议[34] 。 本文

另外采用 Wind 数据库 2018—2022 年上市公司 ESG 评级得分(ESG2)替换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ESG)。
表 7 的(1)列报告了 ESG2 的回归结果,CCP 的系数为 0. 163,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

健,H1 得到验证。 另外,将 ESG2 代入模型(2) ~模型(5)中,回归结果如表 7 的(2)列 ~ (5)列所示,党组织

成员与董事会成员重合比例(Pardir)、强制性制度压力(Reg)、规范性制度压力(Ngo)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

( Imi)和党员 CEO(CCP)的交乘项系数都为正数,并且都显著,表明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稳健,H2、H3a、H3b
以及 H3c 得到验证。

表 7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5)
ESG2 ESG2 ESG2 ESG2 ESG2

CCP 0. 163∗∗∗(3. 543) 0. 079∗∗∗(3. 120) 0. 121∗∗∗(3. 906) 0. 108∗∗∗(3. 870) 0. 112∗∗∗(3. 653)
Pardir 0. 176(1. 563)

CCP×Pardir 0. 378∗∗∗(3. 545)
Reg 0. 466∗∗∗(7. 941)

CCP×Reg 0. 467∗∗(2. 322)
Ngo -0. 076∗∗∗( -3. 077)

CCP×Ngo 0. 063∗(1. 912)
Imi 1. 232∗∗∗(7. 157)

CCP×Imi 0. 325∗∗∗(3. 714)
_cons -2. 454∗∗∗( -3. 334) -3. 289∗∗∗( -3. 321) -2. 317∗∗∗( -4. 874) -3. 578∗∗∗( -3. 779) -2. 689∗∗∗( -4. 18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N 13447 13447 13447 13447 13447

Adj
 

R2 0. 122 0. 125 0. 217 0. 232 0. 229
F 44. 763 30. 697 53. 945 54. 114 57. 776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2. 排除政策干扰

ESG 责任履行除了受到党员 CEO 自身认知影响以外,政府以及证监会的相关政策也可能对结论产

生干扰。 2018 年 6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版,强化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

责任方面的引领作用,确立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为了减少政策改变

造成的影响,借鉴席龙胜和赵辉[35] 的研究,将 2018 年之后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表 8 的(1)列显示剔除后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H1 结论依然成立。 表 8 的(2)列~ (5)列显示,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成员重合比例

(Pardir)、强制性制度压力(Reg)、规范性制度压力(Ngo)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 Imi)和党员 CEO(CCP)的交

乘项系数都为正数,并且都显著,表明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可靠,H2、H3a、H3b 以及 H3c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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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工具变量法

变量
第一阶段

CCP
第二阶段

ESG

CCP_IV 0. 633∗∗∗

(3. 102)

CCP 0. 113∗∗∗

(4. 686)

_cons -2. 659∗∗∗

( -4. 730)
-2. 833∗∗∗

( -5. 480)
Control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Kleibergen-Paap

 

rk
 

LM 31. 653∗∗∗

Cragg-Donald
 

Wald
 

F 73. 614
N 15645 14439
R2 0. 234 0. 255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
著性水平。

表 8　 排除政策干扰

变量
(1) (2) (3) (4) (5)
ESG ESG ESG ESG ESG

CCP 0. 174∗∗∗(6. 750) 0. 088∗∗(2. 103) 0. 036(0. 915) -0. 088( -0. 273) 0. 193∗∗∗(5. 112)
Pardir 0. 657∗∗∗(3. 370)

CCP×Pardir 0. 098∗(1. 919)
Reg -0. 011( -0. 387)

CCP×Reg 0. 212∗∗∗(3. 770)
Ngo 0. 062∗∗∗(3. 662)

CCP×Ngo 0. 023∗∗(2. 247)
Imi 0. 125(0. 788)

CCP×Imi 0. 133∗(1. 822)
_cons -4. 068∗∗∗( -12. 663) -4. 713∗∗∗( -12. 180) -4. 909∗∗∗( -12. 743) -5. 611∗∗∗( -12. 084) -5. 109∗∗∗( -12. 04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N 11251 11251 11251 11251 11251
Adj

 

R2 0. 159 0. 162 0. 160 0. 160 0. 159
F 61. 583 59. 771 58. 791 58. 774 58. 322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3.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由于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造成的内生性

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

文选取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 ( CCP) 作为工具变量

(CCP_IV)。 表 9 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由第二

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看出,CCP 的系数为 0. 113,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稳健。 根据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

足的原假设,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73. 614,
10%的临界值为 16. 38,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工具变量选择合理。

4. 替换调节变量

现有文献中,部分研究使用“交叉任职”来衡量党

组织的政治参与[36-37] ,本文用它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

“交叉任职”定义,构造虚拟变量(Secretary),若党委书

记兼任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或总经理,则取值为 1;否
则,取值为 0。 替换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指标后,重新回归模型(2),表 10 中的(1)列、(2)列报告了回归结

果。 不难发现,即使替换党组织嵌入的度量方式,党组织参与治理在党员 CEO 影响 ESG 责任履行过程中的

促进作用依然存在。
5.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估计党员 CEO 对 ESG 责任

履行的影响。 通过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董事会规

模(Board)、股权制衡度(Balanc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等多维指标匹配,建立了 Logit 模型,采用最近

距离法依照倾向得分进行 1 ∶1 匹配。 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 10%,表明协变量均通过了平衡

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的回归结果如表 10 的(3)列、(4)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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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替换调节变量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

变量
(1) (2) (3) (4)
OLS Ologit OLS Ologit

CCP 0. 044∗∗(2. 181) 0. 067(0. 519) 0. 154∗∗∗(4. 153) 0. 245∗∗∗(4. 138)
Secretary 0. 146(1. 323) 0. 324(0. 855)

CCP×Secretary 0. 323∗∗(2. 315) 0. 877∗∗(2. 274)
_cons -3. 345∗∗∗( -8. 675) -4. 883∗∗∗( -7. 1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12239 12239 8236 8236
Adj

 

R2 / Pseudo
 

R2 0. 177 0. 076 0. 232 0. 089
F 54. 563 43. 249

　 注:括号内为 t 和 z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五、进一步讨论

(一)内部治理和外部制度压力的协同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 CEO 对企业 ESG 表现的推动作用更显

著,那么,进一步考虑内部治理的响应效果,党组织治理在其中是否能够发挥协同作用? 因此,根据党组织

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进行分组回归,当党组织和董事会成员重合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Pardir)高于

其年度-行业中位数时,视为党组织嵌入程度高,否则视为嵌入程度低,表 11 报告了内部党组织治理和外部

制度压力的协同效应回归结果。
如表 11 所示,当党组织嵌入程度高时,强制性制度压力(Reg)、规范性制度压力(Ngo)以及模仿性制度

压力( Imi)和党员 CEO(CCP)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141、0. 087、0. 237,并且均显著;在党组织嵌入程

度低的样本中,强制性制度压力(Reg)、规范性制度压力(Ngo)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 Imi)和党员 CEO(CCP)

表 11　 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党组织嵌
入程度高

党组织嵌
入程度低

党组织嵌
入程度高

党组织嵌
入程度低

党组织嵌
入程度高

党组织嵌
入程度低

CCP
-0. 011

( -0. 227)
0. 053

(1. 223)
-0. 319

( -1. 268)
0. 472∗

(1. 908)
-0. 066

( -1. 340)
0. 231

(1. 580)

Reg 0. 313∗∗∗

(6. 730)
0. 376∗∗∗

(7. 961)

CCP×Reg 0. 141∗∗

(2. 360)
-0. 043

( -0. 290)

Ngo
-0. 032

( -0. 906)
-0. 075∗∗∗

( -2. 982)

CCP×Ngo 0. 087∗

(1. 807)
-0. 015

( -0. 309)

Imi 0. 161∗∗∗

(2. 793)
0. 145∗∗

(2. 453)

CCP×Imi 0. 237∗

(1. 794)
-0. 054

( -0. 065)

cons -3. 831∗∗∗

( -6. 099)
-1. 774∗∗∗

( -3. 572)
-4. 161∗∗∗

( -6. 204)
-2. 116∗∗∗

( -4. 254)
-3. 646∗∗∗

( -7. 460)
-2. 546∗∗∗

( -6. 48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0526 11933 10526 11933 10526 11933

Adj
 

R2 0. 293 0. 188 0. 280 0. 179 0. 187 0. 231
F 47. 152 44. 030 44. 240 42. 613 43. 187 45. 654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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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ESG Tran ESG

Ologit Ologit Ologit

CCP 0. 288∗∗∗

(6. 700)
0. 187∗∗∗

(3. 517)
0. 239∗∗∗

(4. 440)

Tran 0. 981∗∗∗

(21. 45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N 22459 15437 15437

Pseudo
 

R2 0. 089 0. 124 0. 086

　 注:括号内为 z 统计值;∗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
著性水平。

交乘项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三种制度压力和党组织嵌入在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关系中发挥协同治

理效应。 以上结果表明,党组织治理对外部制度压力起到了良好的响应,共同促进了党员 CEO 对企业 ESG
的治理效果。

(二)渠道检验

为了更好地理解党员 CEO 促进 ESG 责任履行的作用机理,本文进一步从信息披露视角探究党员 CEO
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路径。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38]的做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为

Mvi,t =α+β1CCP i,t+∑Control+∑Year+∑Industry+ε
                                                             

(6)
ESG=α+β1Mvi,t+β2CCP i,t+∑Control+∑Year+∑Industry+ε

                                                

(7)
其中:Mv 为中介变量。

一方面,党员 CEO 发挥内部治理效应,通过改善内部环境、强化内部监督,抑制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

为,引导企业以长期发展大局为目标,缓解代理问题,
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披

露的信息中包含社会责任、内部治理等信息,为了满足

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企业实践为依据的要

求,企业会探索 ESG 责任履行的实践方式,提升 ESG
表现。 参考鲁清仿和杨雪晴[39] 、卜君[40] 的研究,将深

交所网站中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

代理变量,对考评结果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分别赋

值为 4、3、2、1,记为 Tran,该数值越大,代表信息披露质

量越高。
表 12 报告了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 12 的(2) 列显示党员 CEO(CCP) 与信息披露质量

(Tran)显著正相关,说明党员 CEO 发挥内部治理效应,
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表 10 的(3)列显示党员 CEO(CCP)、信息披露质量(Tran)与 ESG 之间的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党员 CEO 通过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推动

企业履行 ESG 责任。
(三)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

为了验证 CEO 党员身份对 ESG 责任履行的影响是否存在产权性质差异,根据实际控制人性质来衡量

产权性质,对模型(1)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3 所示。 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党员 CEO(CCP)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但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党员 CEO(CCP)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党员 CEO 发挥治理作用,显著

推动国有企业承担 ESG 责任,但这种治理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不显著。 经过分析发现,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的经营目标、组织使命和政治关联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需要主动担负起国家和社会所赋

予的使命,响应政府号召,做履行 ESG 责任的表率。 另外,相比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较为充足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具有更强的 ESG 实践能力。 因此,党员 CEO 对 ESG 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更显著。
2. 行业特质

为了验证不同行业特质情境中党员 CEO 对 ESG 责任履行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区分高碳企业和低碳

企业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高碳企业的界定参考杨洁等[41] 的做法,涵盖石化、建材、钢铁等十三类高能耗、
重污染行业。 回归结果如表 13 所示。 在高碳企业,党员 CEO(CCP)的回归系数为 0. 093,在 1%水平上显著;在
低碳企业,党员 CEO(CCP)的回归系数为 0. 135,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党员 CEO 在高碳和低碳企业都能够推

动企业践行 ESG 理念,但在低碳企业党员 CEO 的治理效果更显著。 严格的政府监管和利益相关者的高关注度

导致高碳企业在合法性压力驱动下履行 ESG 责任,相比之下,低碳企业面对来自环境政策的压力相对较少,党
员 CEO 替代正式制度推动企业践行 ESG 理念。 因此,党员 CEO 对 ESG 的治理作用在低碳企业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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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ESG ESG ESG ESG
国企 非国企 高碳企业 低碳企业

CCP 0. 065∗∗(2. 273) 0. 026(1. 130) 0. 093∗∗∗(3. 133) 0. 135∗∗∗(6. 653)
_cons -5. 224∗∗∗( -9. 948) -2. 879∗∗∗( -8. 727) -3. 469∗∗∗( -7. 222) -3. 888∗∗∗( -12. 61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6233 15743 7049 15410
Adj

 

R2 0. 234 0. 144 0. 126 0. 168
F 49. 804 65. 598 38. 463 78. 784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四)进一步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ESG 作为识别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十分契合,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目标内涵高度

一致[42] 。 在环境责任(E)方面,ESG 关注环境保护、绿色产品、能源利用等因素,这些因素契合绿色发展理

念。 在社会责任(S)方面,ESG 重视工作环境、慈善活动、社区关系、员工福利等因素,这些因素契合协调、共
享发展理念。 在公司治理(G)方面,ESG 强调商业道德、反竞争行为、治理机制、股东权益保护等因素,这些

因素契合创新、共享发展理念。 前文已验证党员 CEO 显著促进 ESG 责任履行,进一步,党员 CEO 能否通过

推动企业承担 ESG 责任提高其高质量发展水平? 借鉴吴浩强和胡苏敏[43]的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
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 同时,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44]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使用最小

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法度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TFP _OLS 为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_FE 为采用固定效应法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 表 14 汇报了党员 CEO 通过提高 ESG 表现进一步影

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 为了探讨 CEO 党员身份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产权性质差异,
表 15 汇报了将样本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表 14 的(2)列、(4)列显示党员 CEO(CCP)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TFP)显著正相关,
说明党员 CEO 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表 14 的(3)列、(5)列显示党员 CEO、ESG 责任履行和企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ESG 责任履行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党

员 CEO 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履行 ESG 责任提高其高质量发展水平。 如表 15 结果所示,在国有企业,党员

CEO(CCP)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TFP) 回归系数为 0. 028,在 10%水平上显著,在非国有企业,党员

CEO(CCP)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TFP)回归系数为 0. 037,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党员高管不仅能推

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还能推动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方

针提供了证据支持。

表 14　 党员 CEO、ESG
 

责任履行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变量
(1) (2) (3) (4) (5)
ESG TFP_OLS TFP_OLS TFP_FE TFP_FE

CCP 0. 156∗∗∗(6. 859) 0. 034∗∗(2. 473) 0. 023∗∗(2. 217) 0. 031∗∗∗(3. 642) 0. 037∗∗(2. 126)
ESG 0. 017∗∗∗(3. 878) 0. 023∗∗∗(4. 390)
_cons -3. 494∗∗∗( -9. 730) -7. 686∗∗∗( -36. 609) -7. 619∗∗∗( -37. 287) -8. 162∗∗∗( -42. 434) -8. 155∗∗∗( -41. 59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N 19877 19877 19877 19877 19877
Adj

 

R2 0. 224 0. 963 0. 886 0. 809 0. 843
F 87. 431 1558. 131 1433. 767 1556. 457 1537. 640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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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不同产权性质下党员 CEO 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变量

(1) (2)
TFP_OLS TFP_OLS

国企 非国企

变量

(1) (2)
TFP_OLS TFP_OLS

国企 非国企

CCP 0. 028∗(1. 649) 0. 037∗∗∗(3. 025) N 5292 12171
_cons -8. 192∗∗∗ -25. 741) -7. 796∗∗∗ -41. 617) Adj

 

R2 0. 846 0. 793
Controls Yes Yes F 764. 001 1168. 392

Year / Industry Yes Yes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六、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

管理者是企业决策的关键主体,其过往经历形成的隐性价值观和心理特征,会持续影响其所在组织的

战略选择。 本文基于烙印理论考察了 CEO 的党员思想烙印如何影响企业 ESG 责任履行,得出以下研究结

论:第一,党员 CEO 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以及先锋模范的创优思想强化了企业践行 ESG 理念的动机,推动

了 ESG 责任履行;第二,党组织嵌入作为内部治理机制,制度压力作为外部治理机制,都对党员 CEO 与 ESG
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且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压力形成协同作用,共同促进了党员

CEO 对 ESG 表现的治理效果;第三,党员 CEO 对 ESG 的治理作用存在边界条件,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

显著;第四,党员 CEO 提升 ESG 表现主要是通过改善信息披露质量实现;第五,党员 CEO 促进企业承担 ESG
责任,既推动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也推动了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方针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启示如下:①企业应健全高层管理者选拔和培养机制,除了重视管理者所具备的专业技术

或管理才能外,还要重视管理者在其个体成长或长期工作经历中的思想印记。 一方面积极吸纳党员人才进

入高管团队,并充分发挥党员高管在企业管理、决策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应注重高管层对党和

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学习,积极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作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②进一步推

动党组织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融合,建立和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合理发挥党组织作为政企互动平台的功

能,提升企业的战略决策质量,积极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③政府部门应加强
 

ESG
 

制度体系建设,加大对违

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并通过发放相关补贴、贷款以及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对 ESG 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

予以褒扬,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④非国有企业和高碳企业高管要加强相关政策学习,保持企业战略

目标与国家绿色转型政策的一致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①仅采用“双向进入”作为党组织嵌入的代理变量,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全面考察

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 在未来有关企业党建信息披露更加统一和完善的情况下,应进一步考察其他形式

对企业践行 ESG 理念的影响。 ②在机制分析部分,所验证的中介变量只有信息披露质量,可能忽视了其他

潜在影响因素,在未来研究中应丰富机制检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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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it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practice
 

ESG
 

concepts
 

and
 

improve
 

ESG
 

performance
 

for
 

national
 

green
 

development
 

goals. Anchoring
 

on
 

the
 

imprinting
 

theory,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was
 

taken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the
 

impact
 

of
 

party
 

member
 

CEOs
 

on
 

the
 

performance
 

of
 

ESG
 

responsibilitie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y
 

member
 

CEO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SG
 

implementation.
 

Party
 

organizations
 

have
 

a
 

positive
 

moderat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rty
 

member
 

CEOs
 

and
 

ESG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political
 

and
 

cognitive
 

embeddedness.
 

Under
 

the
 

coercive
  

institutional
 

pressure,
 

normative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mimetic
 

institutional
 

pressure,party
 

member
 

CEOs
 

are
 

more
 

willing
 

to
 

promote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and
 

this
 

promotion
 

in
 

the
 

compani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embeddednes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s
 

more
 

significant.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arty
 

member
 

CEOs
 

play
 

an
 

indirect
 

role
 

in
 

the
 

ESG
 

implement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hannel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mprove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and
 

low-carbon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party
 

member
 

CEOs
 

have
 

improv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by
 

promoting
 

ESG
 

implementation,in
 

both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rty
 

member
 

CEO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y
 

member
 

CEOs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nd
 

helping
 

enterprises
 

in
 

green
 

transformation,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party
 

building
 

to
 

lead
 

and
 

driv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party
 

member
 

CEO;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041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6 期


